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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口结构对于国家战略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增长模式、消
费模式和中长期竞争力发展． 揭示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演化机理，研究其对全社会公共

治理、商业模式等微观组织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变化规

律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 现阶段研究已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教育公平

与收入分配差距、人口跨区域流动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果． 未来研究中，应继续关注人口结构

的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人口结构变迁下的公共治理政策研究，微观组

织管理理论创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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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基本概念、 科学意义与国家战略
需求

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自然属性（如年龄、性
别）、知识技能（如教育水平）、社会属性（如城乡

身份）、空间分布（地域）等方面的比例关系． 人口

结构变化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并且能够对社会经

济产生重大影响． 理解人口结构本身的影响因素

和发展规律，理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可

能产生的影响，对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建国七十余年以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 建国初期的 １９５０ 年，我国人口呈现典

型的金字塔形状，中位数年龄不到 ２５ 岁，６０ 岁以

上人口占比为 ７． ４％，５ 岁以下人口占比为 １３ ８％，
人口预期寿命只有 ４３． ８ 岁［１］ ． 到 ２０１９ 年，我国早

已成为一个老龄化的国家，中位数年龄上升为

３８ 岁左右，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比为 １８． １％，５ 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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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 口 占 比 为 ６． ０％， 人 口 预 期 寿 命 达 到

７７． ３ 岁②． 建国初期，我国居民教育和城镇化水

平低下，８０％的人口是文盲，９０％的人口聚集在农

村．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当年我

国 １５ 岁及以上人口中，３２％的人口具有初中以上

文化，完成高中的比例为 ２８． ２％，完成大学的占

１０ ７％③． 城乡人口分布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２０１９ 年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已经降低到了

４０． ４％④．
伴随着人口结构的巨大转型，我国面临着一

系列重大挑战． 首先，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建

国初期 １９５０ 年 ～ １９５５ 年的 ６． １１ 降至 ２０１５ 年 ～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６９［１］，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处于较低

水平． 按照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中方案”的预

测，到 ２１００ 年，全中国的人口将减至 １０ 亿人；若
按照“低方案”的预测，届时中国人口将减至 ６ 亿

人［１］，仅为现今人口总量的一半． 在生育率快速

下降与寿命延长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人口老龄化

的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２０１９ 年我国 ６５ 岁以上

人口比例为 １２． ６％，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６５ 岁以上人

口将占 ２６． １％，高于许多发达国家［１］ ． 我国传统

上依靠家庭养老，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将

给家庭养老构成巨大的挑战，并且可能通过增大

养老金体系的负担，造成支付困难，扩大财政赤

字，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构成威胁． 除此以外，在人

口政策和重男轻女传统的共同作用下，过去几十

年我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调，由此带来

的男性失婚现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成为

我国一大困扰，值得认真应对．
在教育领域，虽然我国居民教育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青壮年存量人口没

有初中学历，每年大量的初中生无法升入高中，形
成新的低教育群体． 在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
文化水平低意味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永远属于

低技能劳动力，并且无法在技术进步的同时获取

新的技能． 技能的差距将转换为收入的差距，这些

低技能劳动力在未来激烈的职场竞争中将永远处

于劣势，长期占据收入分配的底端，并有可能成为

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人口地区分布方面，尽管中国已经放开了

劳动力流动，城镇化进程加快，但是户口制度仍然

对人口流动带来了制约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公共

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流动人口仍

然不能与当地户口居民享受同等的权利． 在很多

地方，没有本地户口的居民仍然在就业方面面临

歧视． 社会保险（医疗、养老保险）属地化管理，也
提高了人口流动的成本． 这些限制人口流动的障

碍，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夫妻分居

现象，严重影响了家庭的稳定性，妨碍了家庭在育

儿、养老方面发挥正常的作用，对未来社会稳定发

展构成隐患．
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非常值得担忧，需要社会

关注． Ｃｈｅｎ 和 Ｆａｎｇ 的研究发现我国在上个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推广的“晚、稀、少”政策使得当时处

于生育年龄的妇女的生育率大幅下降，但是当这

些少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以后，他们的心理健

康也受到负面影响［２］ ． Ｆａｎｇ 等的研究发现春节期

间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显著下降，也间接说明了

缺少家人陪伴是老人心理不健康的一个重要决定

因素⑤．
由此可见，人口结构虽然看似只是涉及个体

的生育、教育、迁移决策，但是汇集起来的力量足

以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研究

人口结构对于我国社会经济治理意义重大． 需要

认识这些影响的规模、渠道，同时理解人口结构的

发展变化规律． 通过这些研究，一方面可以制定

应对措施，力求化解或者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对经

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另外一方面，在理解人口结构

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发展的

方向进行合理引导．

—５５１—第 ８ 期 赵耀辉等： 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９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ｈｃ．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ｉｈｕａｘｘｓ ／ ｓ１０７４８ ／ ２０２００６ ／ ｅｂｆｅ３１ｆ２４ｃｃ１４５ｂ１９８ｄｄ７３０６０３ｅｃ４４４２．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９ 日查看．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中人口与受教育程度数据加总计算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Ｆａｎｇ Ｈ， Ｌｅｉ Ｚ， Ｌｉｎ Ｌ， ｅｔ 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ｕｎａｒ Ｎｅｗ Ｙｅａｒ［ Ｊ］ ．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２０２１．



１　 国际发展态势与我国发展优势

１． １　 年龄结构和人口老龄化

我国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变化，在发达国家已

经早已发生． 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很早就下降

到更低水平之下，伴随着寿命的不断延长，在上个

世纪已经陆续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 为了稳定

人口规模，同时缓解老龄化问题，很多国家把提高

生育率水平当作重要的公共政策，出台了一系列

刺激生育的举措，如奖励生育、税收优惠、慷慨的

育儿假、提供免费婴幼儿照料服务等等．
我国自从上个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就开始鼓励

少生少育，１９７１ 年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在
１９８０ 年之后政策变得更加严格和缺乏弹性． 严厉

的限制生育的结果，使得我国提前进入低生育率

国家的行列，进而提前遭遇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同
时出现了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青年占比下降等诸

多人口结构问题． 为了促进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

发展，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从

２０１６ 年起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但是，全面放开二

孩政策效果低于预期，最近几年，人口出生率不断

创造新低，引起各界忧虑，把生育政策从限制改为

鼓励的呼声越来越高．
理解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生育行为，

首先要认识到生育行为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自加

里·贝克尔将家庭问题引入经济学分析范畴以

来［３］，经济学界对此展开的大量研究，其中不乏

对中国的研究． Ｚｈａｎｇ 通过研究微观生育数据，发
现教育和社会经济状况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４］ ．
他与合作者的研究还表明，尽管生育限制政策可

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会带来人口老

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５］ ． 很多经济学者研究了

严格的生育政策带来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以及人们规避生育政策的行为［６］ ． Ｚｈａｎｇ 系统地

分析了一胎政策对系列家庭结果的影响［７］ ．
根据经济学理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

有生育、养育子女的成本，但是最主要的是为生

育、养育子女付出的机会成本，这些成本最主要是

由女性承担，体现在因为生孩子而离开工作岗位，
并且在养育过程中由于承担主要照料责任而放弃

的工作、培训和晋升机会，导致收入下降． 这些代

价，又名“生育惩罚”，可能是终生的． 目前，国际

上有很多测算生育惩罚的研究，但是中国尚未有

严谨的研究出现．
我国自从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

改制以来，计划经济时代用人单位为了解决职工

托幼问题而建设的托儿所就解散了，改为由社会

提供． 长期以来，虽然招收 ３ 岁以上儿童的幼儿园

已经非常普及，但是 ０ 岁 ～ ２ 岁的缺口一直没有

补上，导致育儿成本居高不下．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９ 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 ３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三方面举措：一
是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全面落

实产假政策，支持脱产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

作岗位，为家长及婴幼儿照护者提供婴幼儿早期

发展指导服务． 二是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

的支持力度． 三是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 跟踪这项政策的实施进度，以及对于

我国家庭育儿成本和生育决策的影响，将有重要

意义．
提高生育率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

化的压力，但是其作用有限． 应对老龄化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利用好现有资源． 其中一个重要的议

题是理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生影响的机制，在
此方面已有很多国际文献． Ｚｈａｎｇ 等研究了生命

预期的上升对家庭教育投资，储蓄及经济增长的

影响［８］ ． Ｂｌｏｏｍ 和 Ｌｅｅ 较为系统地从劳动参与率、
健康水平、储蓄、劳动生产率、资产回报率、财政负

担等方面来分析老龄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他
们认为研究老龄化的影响不能简单地看年龄结构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为这样的做法假设了各年

龄人口的劳动供给、消费和储蓄率是外生给定的，
而忽略了经济主体可能做出的行为改变，容易高

估老龄化带来的负向影响［９，１０］；研究老龄化的影

响，重点应该放在理解人们的行为如何在各种政

策环境下发生改变． Ｂöｒｓｃｈ⁃Ｓｕｐａｎ 等研究了欧洲

养老制度改革，提出应对欧洲老龄化的三种政策：
对外投资以提高资本收益率、推迟退休年龄和增

加人力资本积累［１１］ ．
推迟退休年龄是应对老龄化最直接有效的政

策． 老龄化最直接的经济影响体现在养老金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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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困难，在一些人口严重老龄化，而养老金体系缺

乏灵活性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国，财政危机

频频爆发． 从研究的角度看，什么影响人们的退休

决策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ＮＢＥＲ）在 Ｄａｖｉｄ Ｗｉｓｅ 的领导下，以“社会保险和

退休国际研究”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为题，对 ＯＥＣＤ 国家开展了一系

列有影响力的研究，从法定养老金领取的年龄、养
老金领取公式、职工残疾保险制度等方面，说明了

制度设计跟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点存在密切

的关系［１２］ ． 经济学界对退休决策的研究也有大量

的论文，有一些文献用结构模型的方法，主要研究

养老金制度设计对退休的影响，也有很多简约式

的研究，利用各种政策变化研究退休对消费、健康

等方面的影响． Ｈｏｕ 等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

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城镇职工过早退出劳动力市

场，６０ 岁 ～ ６４ 岁城镇男性有 ４２． ４％多余的工作

能力，城镇女性有 ３７． ６％多余的工作能力［１３］ ．
Ｄｅｎｇ 等通过结构模型的估计来研究延迟退休年

龄和改变养老金水平的政策组合对劳动力供给，
个人福利和养老金项目的财务状况的影响做了比

较⑥． 总得来说，我国在退休决策的研究方面很

少，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不相称，未来需要

加强．
健康老龄化是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长期政策着

力点． 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时期得到健康的身体

和生活自理能力，身体健康包含躯体和精神、认知

健康三个维度，生活自理能力包含在身体有慢性

病的情形下仍然可以自主生活而不需要依赖他人

照料． 世界上各个经历老龄化的国家都非常重视

健康老龄化，积极研究老年健康的决定因素，不只

是从生物学机理方面，而且从经济、社会支持和健

康行为的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举

措是建立健康养老追踪调查（ＨＲＳ）数据的国际

系列，目前已经在美国、英国、欧盟、爱尔兰、巴西、

墨西哥、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南非等国

开展了类似调查．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由北

京大学主持，自从 ２０１１ 年以来已经开展了多期调

查，成为研究退休决策和健康老龄化问题的权威

数据库［１４］ ．
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防止老龄化对我

国经济社会造成重大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从 ５ 个

方面部署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工作任务：一
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二是改

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打

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强化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科技创新能力；五是构建养老、
孝老、敬老的社会环境．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存

在的问题，不断发现问题积极应对应是政策关注

的常态．
１． ２　 教育水平和收入分配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

入差距． 自从 １９９０ 年以来，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

主要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都出现了收入

差距扩大的现象，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人口占全

世界人口的比例超过 ７０％［３］ ． 而收入分配差异受

到不同收入水平者的生育率和代际收入流动性影

响［１５］ ． 因此，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等政策对于改善

贫穷者收入和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进步有着积极

作用［１６］ ． 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力资本

的积累和增长，而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数量及结

构变化对其结果有着重要影响［１７］ ． 进一步的，一
个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很大部分可以被教育程

度的差距所解释． 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以及技能

偏向型全球化的扩张，使得教育回报率在世界上

很多国家呈现上涨的趋势，从而促进了收入差距

的扩大⑦⑧． 高等教育回报率虽然可以为正在上学

的儿童提供深造的激励，但是对于已经离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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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年人来说，教育程度较低使得他们无法享受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带来的果实，因而面临被抛弃

的命运． 在多个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未完成高

等教育的劳动力不仅收入没有上涨，反而持续下

降［１８］ ． 通过研究死亡数据发现，没有完成高等教

育的白人，由于深陷低收入陷阱，导致的自杀和过

量吸毒致死率大幅度上升，导致美国总体的平均

寿命连续三年下降［１９］ ．
自从上个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收入差距也

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２０］ ． 与发达国家不同

的是，我国的收入扩大是与贫困快速下降同时发

生的，并非体现在低收入群体收入绝对下降，而是

体现在高收入群体收入上升的速度快于低收入群

体． 至少在城镇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伴随着教育

回报率的大幅度上升［２１］ ． Ｌｉｕ， Ｐａｒｋ 和 Ｚｈａｏ 研究

发现，我国教育回报率的上升主要来源于制度变

化和技术进步引致了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的

上升⑨．
近几十年来，我国教育程度整体水平有了很

大提升，自从 ２００１ 年以来，国家在贫困农村地区

实行了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
并给寄宿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项资助政策，对
于提升农村教育水平、普及初中教育有很大促进

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农村高中教育普及率仍然很

低．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显示，城镇户口 １６ 岁 ～
１７ 岁年龄人口已经辍学的比例仅为 ５． ０％，而同

样年龄农村户口辍学的比例为 ２７． ３％．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２０ 岁 ～３０ 岁的

中国青年人只有 ２８％读过高等教育，２４％有高中

教育程度，４２％只有初中教育，６％甚至没有初中

教育水平． 在技术进步飞速发展的今天，可以预见

到未来对技能的需求将持续高涨，未能上高中的，
甚至未能上大学的人，将来都可能如同美国白人

那样面临绝望的境地，因此需要重视教育的提升

问题．
１． ３　 城乡结构和人口迁移

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上

涨，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农业日益萎缩，促使

劳动力从农业大规模地流向非农行业，实现城镇

化和地区之间人口再分配．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伴随产业转移、技术革新，欧洲城市迅速壮大，最
终整个欧洲转变为城市化社会． １９５８ 年，农业就

业人口占劳动力比重， 德国为 １６． ９％， 法国

２３ ７％，意大利 ３４． ９％，英国 ４． ４％；到了 ２００７ 年，该
比重分别下降到了 ２． ２％、３． ４％、４． ０％、１ ４％［２２］ ． 英
国在工业革命早期曾经限制贫民流动，但工业革

命以后，英国政府修改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制度

消除了人口流动障碍． 德国政府在其工业化过程

中，通过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相关政府制度，逐
步扫清了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

国际学术界对于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理解，是
基于流动可以均等化地区收入差距的理论［２３］ ． 同
样的逻辑适用于中国． 我国自从三年经济困难时

期以后开始严格控制人口流动． 长期城乡隔离的

结果使得农村滞留了大量劳动力，造成了巨大的

城乡收入差距． 当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农村改革把

劳动力的支配权还给农民之后，农村劳动力开始

大规模流向非农产业，并最终进入城市． Ｚｈａｏ 发

现在九十年代劳动力流动的初期，城市的各种限

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使得农村人口进城存在很大心

理成本，因此收入差距无法合拢［２４］ ． 随着用工形

势的转变，各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态度也

经历了一个从“堵”到“引”的过程，每年春节过

后，很多东部沿海城市政府争先恐后吸引农村劳

动力，跟九十年代用“三证一卡”限制民工进城的

政策形成鲜明对照． 目前，妨碍人口流动的已经不

再是就业层面的政策了，而是既有的户口政策，以
及依附于户口上面的各项社会服务的地域分割性

所带来的迁移成本，这些成本主要起到了妨碍家

庭成员一同迁移的作用．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性，很多城市出台了针对高技能人才的优惠政策，
保障其家属随迁、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但是仍

然有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动的障碍依旧

很高．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变化深刻影响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加速进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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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的国家． 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带来消费模式、经
济增长模式和中长期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也为

全社会公共治理、商业模式等微观组织管理理论

与实践的创新研究带来诸多新挑战． 与此同时，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会通过影响人们的生育

意愿，对总和生育率最终对人口结构产生较大影

响． 为此，探讨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和变化机理，以
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变化规律，并提出

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

２　 主要研究方向

２． １　 人口结构的影响因素和演化机理

人类在大部分历史中有着较高的生育率和死

亡率，但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人口转型，表
现在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上升，使得人口年龄

结构发生重大转换，带来老龄化的问题． 在某些国

家，人口转换的过程伴随了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

是男童比例过大． 在人类物质财富累积的过程中，
人力资本投资也大幅度上升，促进技术进步和经

济增长，但是人力资本投资在人群中差异性扩大，
引发收入差异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同时，随
着经济增长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人类需要不断调

整自己的就业和生活地点，使得人口在城乡之间、
地域之间的分布持续变化． 自加里·贝克尔将家

庭问题引入经济学分析范畴以来，生育率、性别选

择、人力资本投资、人口迁移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

的前沿研究领域． 个体的收入、时间成本和家庭环

境等微观因素，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和公共政策等

宏观因素，都会对人口结构产生影响． 不同人群

的行为具有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会导致人口结

构的不同分布． 研究人口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变化

机理，既是对经济学一般规律的探索，又对我国生

育、教育和培训、劳动力流动和老龄化等方面公共

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多重生育政策下生育率

及性别比的决定因素、养老体制对不同人群生育

率的异质性影响、子女数量 － 质量权衡下的人力

资本结构变迁、经济增长过程中城镇化的机制分

析、区域经济不平衡下人口迁移的机制、儒家文化

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等等．

２． ２　 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中国的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结构、
教育和技能水平、空间分布（城乡和区域）已经或

者即将发生深刻的演变． 老龄化、男女性别失衡、
低生育率、人口的城镇化和跨区域流动等诸多现

象都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深远的影

响，这些影响包括（但不仅限于）劳动力市场、资
本市场、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教育和技能培训市

场、婚姻市场、医疗和护理行业、保险市场、创新创

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 理解这些影响的方

向、大小以及发生机理对于及时调整经济社会政

策、引导企业及其它微观经济社会单位进行科学

决策有重大意义．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人口结构演变对中国中

长期经济增长及竞争力影响机制；人口结构演变

对消费储蓄行为、资本市场和货币政策的利率传

导机制的影响；人口结构演变对创新和创业的影

响；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退休行为、照料模式的影

响因素．
２． ３　 人口结构变化下的公共治理

人口结构变化对公共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

需求． 面对生育率下降、性别比失衡、以及人口老

龄化所必然要求的推迟退休和提供老年照料的问

题，为家庭提供儿童和老年照料公共服务的呼声

越来越高，社会保障也越来越替代家庭的保障功

能． 在人口结构变化较大特别是快速步入老龄化

背景下，亟需对公共治理的若干关键问题、政策设

计和效果评估等开展研究． 我国城镇化未来将加

速，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重新配置劳动力、土地、房
屋等资源，决定了城镇化的质量． 一个国家内地区

发展不平衡是必然发生的，如何缓解由此带来的

不良后果，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治理问题． 为此，
需要评估公共政策对于改善人口结构的效果，设
计平稳推进城镇化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式，探索

适应人口跨区域流动常态化的治理模式．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人口结构变化下公共服

务的新模式；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治理政策机

制设计与有效性分析；健康老龄化视角下公共政

策优化设计及改善老年健康的效果评估；改善出

生性别比的政策评估；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城乡

一体化的路径选择；提高老年人自理能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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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研究；鼓励人口跨

区域流动的公共治理；人工智能与老龄社会的公

共服务体系．
２． ４　 人口结构变迁下微观组织管理理论创新研究

藉由年龄、性别、教育、户籍等人口因素所构

成的人口结构通过劳动力供给和匹配与企业管理

活动形成了相依关系，并受到了共享技术、人工智

能等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不同地域空间和时期内的人口结构呈现重要

而缓慢的变化，包括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教育

发展不平衡、劳动力流动加快等． 这些人口特征变

化将影响工作的组织方式，对企业的商业模式、组
织形态、人力资源策略等管理活动提出了新要求，
促使企业采取灵活的用工方式和具有弹性的商业

模式，并需要与之适应的组织管理理论从结构、流
动和匹配等角度系统揭示人口结构变迁的影响机

理，包括弹性商业模式、敏捷组织形态、柔性人力

资源管理等．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人口结构变迁下商业模

式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基于“人与组织”匹配

的敏捷组织架构与变革机制研究；基于人口结构

变迁的柔性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人才

无边界流动下组织资源配置理论与方法研究；人
力资本流动与企业多层面创新研究．

３　 结束语

人口结构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

素，其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伴随

着人口结构的巨大转型，我国面临着来自生育

率、性别结构、教育水平、城乡结构等多领域的

挑战． 有关人口结构之研究需要继续关注其影

响因素和演化机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人

口结构变迁下的公共治理政策和微观组织管理

理论等问题，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治理合力，
探索缓解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破局之道． 今后

需深入探究核心科学问题，提高研究团队综合

素养和学科交叉研究能力，以推动人口结构演

变与公共治理、社会组织管理等领域有机结合，
促进人口结构研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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